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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既有的传统与主流经验主义经济学将“经济”窄化为脱离主体的指
标操弄，其本质是通过“⼯⼚化”、“数字化”与“算法化”的数理推演对⼈类活⽣⽣具
身实践的全⾯物化。这⼀去⼈性化思潮不仅在当下数字资本主义中演变为数据的
喧宾夺主，亦在唯物史观的后世流传中诱发了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拼凑为机械
⼤厦的“空间地形学”误读。
本⽂基于⻢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提出了“经济实践论”的范式构想，将“经

济”从根本上重构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身。在此视域下，经济基础与上
层建筑并⾮物理独⽴或先后相继的实体，⽽是同⼀原初实践在共时维度上的⼀体
两⾯。其中，解决⽣存底线物质⽣产的直接性实践，在逻辑和功能上天然地以其
“存在性”统摄着间接性实践的“进步性”。进⽽，在历时性的历史展开中，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争直接推动着历史的演进。上层建筑反作⽤的本质，绝⾮⼀种
脱离物质根基的、单向的机械决定，其本身即构成了历史的进步。正是这种在⼈
类实践内部展开的不断撞击与辩证运动，成为了拉动历史⻮轮运转的内在源泉。
本⽂的重构不仅荡涤了庸俗经济学的数理真空，亦为唯物史观经典命题的深层理
解提供了具有⽣命质感的本体论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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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在前期研究中我们发现，主流经济学往往将"经济"窄化为数据、模型与指标，

使之脱离活⽣⽣的⼈类实践活动，沦为⻅物不⻅⼈的冰冷⼯具。理论越精致，离
⼈越远；公式越完美，劳动的⾎⾁感越稀薄。这⼀去⼈性化的理论取向，正是本
⽂写作的直接动因。
⽽我们所要做的，与上述范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它不是在同⼀张图纸上

绘制另⼀条曲线，⽽是要把图纸本身翻转过来：让劳动者重新成为历史的主体，
让⻓久以来被数据与公式所遮蔽的活⽣⽣的劳动，重新回到经济理论的中⼼位置。
经济理论不应只服务于资本的增值，它最应该、最本质的服务对象，是劳动者。
为此，我们将"经济"重新界定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身，并以此为基

础，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进⾏本体论层⾯的重构，⼒图在唯物主义
的⽴场上为上层建筑的能动反作⽤提供更具解释⼒的理论框架。归根结底，本⽂
不是要在旧地图上绘制新路线，⽽是要追问：地图本身，是否画错了疆域？



第⼀节 去⼈性化经济学的历史谱系与主体的实践复归
在既有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谱系中，“经济”这⼀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核⼼概

念，往往被窄化解释为⼈类社会⽣活中的某⼀个特定层⾯，或是被硬性划归为社
会有机体之中的某⼀区域性活动。在这样⼀种部⻔化与区域化的理解阐释下，“经
济”不可避免地被剥离了其⽣动具身的主体性根基，蜕变为⼀种脱离了鲜活⼈身
的、冷冰冰的数据分析与指标操弄。
令⼈遗憾的是，在今⽇的社会科学分析（尤其是主流经验主义经济学）之中，

这种⻅物不⻅⼈的错误思潮⾮但没有消退，反⽽披着技术科学的外⾐继续蔓延。
现代社科学界试图⽤冷酷的数据流动来替代⼈类本真的⽣命活动，⽤纯粹的数学
公式去阐释原本复杂、动态、具身的⼈性与社会关系。不可否认，这种⾼度抽象
化、模型化的操作，确实为经济学分析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定量明晰性与数理预测
⼒。然⽽，在为分析的“科学性”举杯庆贺之时，这种范式却在根本上忽视、放逐
并扼杀了最重要、最核⼼也是最关键的本体论基⽯——⼈本。
这种“以数据代替术语”的分析退化，其实质是通过数理逻辑与公式推演，实

现了对⼈类活⽣⽣实践活动的全⾯“物化”以及去⼈性化。追根溯源，这⼀抹杀主
体的思潮并⾮现代算法的突变，⽽是有着深远的历史谱系：它始于古典经济学将
⼈视为⽣产要素的“⼯⼚化”视⻆，固化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数字化”表征与机
械的“理性⼈”假设，并在今⽇的新⾃由主与算法资本主义中，演化为⼀切⽣命维
度皆可度量、皆可定价的全⾯“资本化”。
为了厘清这⼀去⼈性化过程的动⼒机制，我们必须对三⼤历史阶段进⾏具体

的谱系学讨论。
⾸先是古典经济学派的“⼯⼚化”视⻆与功利主义转向
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在确⽴劳动价值论雏

形的同时，也开启了将⼈类⾁身视为纯粹经济要素的“⼯⼚化”视⻆。这种视⻆的
致命之处在于，它将⼈类历史中波澜壮阔的创造性宏⼤事件，转化并还原为了流
⽔线上追求极致分⼯效率的机械运动。
正如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表述所昭示的那样：“我们所需的⻝物和饮料，不

是出⾃屠户、酿酒家或⾯包师傅的恩惠，⽽是出⾃他们⾃利的打算。”［1］在这
⾥，⼈与⼈之间的互助与社会交往被彻底置换为理性的功利交换。斯密虽然在理
论体系中承认了劳动的决定性重要地位，甚⾄将活劳动置于财富分析的核⼼聚焦
点上，但由于其资产阶级地平线的限制，最终仍滑⼊了⻅物不⻅⼈的功利主义与
还原主义倾向。在《国富论》的分⼯理论中，⼈类整体性、创造性的感性实践活
动被粗暴地肢解，退化为流⽔线上进⾏机械重复动作的“劳动⼒要素”［2］。主体
的创造性消逝了，取⽽代之的是能够被计算、可任意替换的、⽆机的劳动⼒单位。
到了以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阶段，这

⼀去⼈性化的逻辑在数理⼯具的加持下达到了巅峰。新古典学者们近乎偏执地追
求数字与公式在形式逻辑上的“完美对称”。在追求⼀般均衡模型的数学推演中，
他们粗暴地剔除了历史的维度、时间的流变以及⼈类在⽣动实践中不可或缺的
“试错”过程。［3］
瓦尔拉斯等⼈坚信，纯粹经济学在本质上是⼀种具有物理—数学性质的科学，

应当遵循类似⽜顿⼒学的机械决定论定律［4］。在这样⼀种科学主义的幻觉中，
原本具有⽣机、具身于现实世界之中的⼈类实践活动，被硬⽣⽣地塞⼊了毫⽆阻
⼒的“数学真空”之中。⾄此，活⽣⽣的社会关系被还原为效⽤函数的求解，具有



历史温度的阶级博弈被异化为供需曲线的⽆机交点。
这⼀去⼈性化脉络在当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演化出了更为精致且严酷的

控制形态。当下的数字平台与算法逻辑，直接⽤数据替代了具体的、具身的劳动
过程，⽤⽆孔不⼊的算法衡量着整个社会⽣活。在这⾥，数据不再仅仅是⼈类劳
动产物的附属表征，反⽽喧宾夺主，成为了⽐活劳动更加重要、更加核⼼、更加
本位的本体。
鲜活的、旨在改造世界的具身实践，被彻底囚禁在了算法设计与 KPI（关键

绩效指标）的数据牢笼之中。在这样⼀种由新⾃由主义和算法逻辑共谋的经济学
中，⼈类的实践活动不仅不再是理论关注的核⼼，不再是需要被深刻剖析的能动
对象，反⽽成为了阻碍经济学家进⾏纯粹逻辑分析与本质追寻的“⼲扰⼲扰因素”。
数据⽆情地取代了劳动者每⼀份劳动⼒的实际具身运⽤，公式与代码冷酷地取代
了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复杂的、联动的、极具主体互动性的鲜活关系。⽆论是
个体与个体之间，还是群体与群体之间，那些⽆法被标准化编码的情感、默会知
识与主体博弈，皆在算法的量化⻛暴中被系统性地蒸发了。
⽽第⼀位向这种物化与去⼈性化思潮发起总体性批判进攻的，正是卡尔·⻢

克思（Karl Marx）。他并⾮进⾏单⼀维度的抗议，⽽是从政治经济学与哲学两个
⾼度相关的⻆度，实现着⼀场对资产阶级旧经济范式的战略性围剿。
这⼀战略合围，其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维度互为依托，构成了坚不可摧

的批判共同体：
（⼀） 哲学领域的实践唯物主义合围
在哲学领域，⻢克思彻底颠覆了旧唯物主义与唯⼼主义的死结。这⼀攻击的

纲领性表达，集中呈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之中。⻢克思明确指出，旧唯
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
解，⽽不是把它们当作“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去理解，没有从主体⽅⾯去理解［5］。
⻢克思指出：

“社会⽣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都能
在⼈类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6］
向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本身的彻底回归，构成了⻢克思哲学批判的终极

武器。经济学不能从抽象的物质客体或抽象的数据出发，⽽必须从⼈改造世界的、
活⽣⽣的能动实践出发。
（⼆） 政治经济学维度的双重解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克思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了对旧范式的去魅与解构：
商品拜物教的全⾯批判：⻢克思⼀针⻅⾎地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将“⼈与

⼈之间的社会关系”幻化并掩盖为了“物与物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劳动的社会
性质被物的外壳所扭曲，使得⼈们误以为商品的价值是其天然具有的物理属性，
从⽽在根本上遗忘了价值背后所凝结的活⽣⽣的⼈类⽣命⽀出。［7］
强调劳动⼒的具身性：⻢克思通过将古典经济学中混为⼀谈的“劳动”与“劳

动⼒”进⾏严格的科学区分，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根本变⾰。通过对劳动⼒
具身性的强调，⻢克思揭示出：资本家购买的不是已经展开的“劳动”，⽽是潜藏
于劳动者⾁体之中的、具有主体能动性的“劳动⼒”。［8］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
济学由于混淆了这⼀概念，将其分析的焦点——被混为⼀谈的、抽象化的劳动—
—变成了数理模型中⼀个⼜⼀个⽆机的数字、⼀个⼜⼀个脱离了⼈身体系的要素
化商品。
从已有的分析不难看出，这⼀切的本质，正如我们在《要素的枷锁》⼀书中



所系统讨论的那样——劳动⼒的要素化［9］。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将活⽣⽣的、
不可分割的具身主体，强制性地拆解并禁锢于要素的牢笼之中。
但是，历史的唯物辩证法同样要求我们正视⻢克思本⼈的历史局限性。受制

于 19世纪中叶⼯业时代的历史发展条件，⻢克思在具体阐释经济范畴时，也不
可避免地将“经济”定义为了“⼈类为了⽣存⽽进⾏的物质资料⽣产活动，以及在
这⼀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
⽆可否认，这⼀定义在本质上已经极⼤地强调了⼈类“实践活动”的核⼼本位。

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在这⾥，“经济”在客观上仍然带有着⼀定程度的部⻔
化与区域化⾊彩，容易被后⼈误读为特指“物质⽣产⼤后⽅”的局部领域。
正是因为“⽣产”与“物质资料”等范畴在古典经济学与⻢克思主义语境中被

共同使⽤，导致后世的许多阐释者与批判者未能深刻识别出：⻢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与我们前⽂所批判的那类庸俗经济学，在本体论上的根本性区别究竟在哪
⾥？
这种范式的模糊性，导致后世产⽣了严重的误读。许多⼈将⻢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仍然误认为是⼀种旧经济学的变体，认为在⻢克思主义这⾥，经济仍然不
过是⼀种冰冷的、功利性的、脱离了活⽣⽣⼈身实践的结构模型。这是⼀种极⼤
的历史遮蔽。殊不知，消除这⼀误读的唯⼀途径，就是对经济进⾏本体论式的本
真重构：⼈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身。
第⼆节 ⼤厦隐喻的空间困局与⻄⽅⻢克思主义的理论限度
在⻢克思主义漫⻓⽽波澜壮阔的理论史中，最常被提及、却也最容易陷⼊误

区的核⼼议题，莫过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于经济基础”这
⼀经典命题。这⼀关系最初源⾃⻢克思在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中
所作的经典⽐喻［10］。然⽽，这⼀⼤厦式的隐喻在后世的流传中，极易诱发⼀
种空间化的实体主义误读，仿佛社会结构是由底层的物理地基与上层的坚固建筑
拼凑⽽成的机械拼图。
正如法国⻢克思主义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深刻指出的那

样，这种⼤厦隐喻固然在直观上形象地强调了经济基础“归根到底的决定作⽤”，
但它本质上仅属于⼀种“空间地形学”的隐喻［11］。作为⼀种描述性的表征⼯具，
它⾃身并不能提供严密、科学、能够说明社会形态内部复杂动⼒机制的概括性概
念。正是在对这⼀隐喻的批判与超越中，后世⻢克思主义者展开了艰⾟的理论阐
释与范式创新，其中最值得我们瞩⽬和解剖的，便是雷蒙·威廉斯的⽂化唯物主
义与阿尔都塞的结构⻢克思主义。
作为英国⽂化唯物主义的奠基⼈，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在《⻢

克思主义与⽂学》中，对传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型发起了著名的⽂化批判。
威廉斯敏锐地指出，“基础”绝⾮⼀个静⽌、硬性、预先给定的物质实体，⽽是⼀
个处在历史洪流中、不断⽣成的动荡“过程”。与此相应，“决定”这⼀概念在拉丁
语源 determinare 的本意中，也绝不意味着如数学函数 y = f(x)那般的机械派⽣，
⽽是指历史的前者给后者“设定界限”与“施加压⼒”。威廉斯倡导将⽂化重新界定
为⼀种“整体的⽣活⽅式”，坚决捍卫⽂化⽣产本身所具有的物质性与⽣产性。这
⼀洞⻅在很⼤程度上消解了地质学或空间地形学的机械隐喻，试图将理论的视线
重新引回活⽣⽣的⽣活总体。然⽽，当威廉斯试图解决经济基础与⽂化实践之间
的协商与张⼒时，他选择引⼊葛兰⻄的“霸权”概念。这使得他的理论在后来的演
进中，不可避免地偏向了温和的经验⽂化批判或局部的⽂学⽂本分析，削弱了其
对社会总体⽣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锋芒。［12］



与此同时，阿尔都塞在其《保卫⻢克思》与《资本论》解读中，则试图通过
引⼊“多元决定”与“结构因果性”的分析⼯具，来彻底瓦解那种机械的、⼀元论的
经济决定论。在阿尔都塞的视野⾥，社会被描述为⼀个由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
态实践共同构成的异质、不平衡的复杂整体［13］。及⾄晚年，阿尔都塞更加强
调从“再⽣产”的视⻆去考察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存在。他清醒地认识到，
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绝⾮附庸于经济地基之上的缥缈幻影，它们在仪式、规章与
国家机器的实践中具有真真切切的“物质性”。但在寻找超越机械论的路径时，他
的解决⽅案却⾛向了另⼀个极端，即在过分抬⾼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再⽣产过程
的独特性时，客观上放逐并抛弃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地位。同时，由于其理论深
烙着结构主义的印记，阿尔都塞倾向于强调结构对主体的共时性⽀配，从⽽在理
论构图中消解了⼈的能动性与⾰命主体［14］。
第三节 存在性统摄进步性:⽣产性与观念性关系的共时同源
在将“经济”重新打回其作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身”这⼀本体论原

形之后，我们便获得了⼀个全新的理论视界，得以重新破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上层建筑反作⽤于经济基础”这⼀被⻓期窄化、机械化的经典命题。
正如前⽂所揭示的那样，⼀旦摆脱了空间地形学中那种“物理地基加坚固⼤

厦”的实体主义幻象，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并⾮物理空间
上相互独⽴、边界分明的两个客体，亦⾮历史时间上先后相继、强⾏拼凑的两个
阶段。相反，它们本质上是⼈类在同⼀改造世界的活⽣⽣的实践活动中所⽣成的
两重关系，是⼀体两⾯、同源共⽣的辩证统⼀体。具体⽽⾔，⼈在改造世界的实
践活动中所结成的、旨在解决物质⽣活资料⽣产与再⽣产的“⽣产性关系”，从根
本上决定着⼈在同⼀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旨在确⽴⾃我认知与社会秩序的“观
念性关系”。上层建筑绝⾮独⽴于经济活动之外的神秘、缥缈之物，它本身就是
⼈类为了维持、调节和组织⾃身改造世界活动⽽展开的经济实践。在这种视域下，
整个社会形态便彻底告别了僵硬死板的、由外部撞击维持的机械模型，⽽是转变
为⼀个在感性实践活动中不断进⾏⾃我⽣产、⾃我调节与⾃我超越的活的有机整
体。
既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本质上均属于⼈类改造世界的经济实践活动，那

么，为何是经济基础的“⽣产性关系”决定了上层建筑的“观念性关系”，⽽不是相
反？这种“决定”的动⼒机制究竟是如何在实践内部发⽣的？
为了回答这⼀问题，⾸先必须在本体论上彻底澄清“决定”⼀词的本真意蕴。

我们在这⾥所诉诸的“决定”，绝⾮是在重申⼀种居⾼临下的主奴附庸关系，亦⾮
在确⽴⼀种线性时间轴上的“先因后果”或“此先彼后”。作为同⼀实践过程在不同
维度上的展现，⽣产性关系与观念性关系是同时发⽣、并存不悖的。这⼀决定关
系的实质，在于揭示实践活动内部“直接性”与“间接性”的本质区别，以及由这种
区别所衍⽣出的深层统摄机制。
⼈类直接性的实践活动，表现为⼈类与⾃然之间进⾏的物质变换，它直接推

动着⼈类改造客观世界的进程，并构成了⼈类开展⼀切间接性实践活动的前提和
硬性约束。这种影响并⾮如雷蒙·威廉斯所论证的那样，仅仅是⼀种温和的“划定
界限”或外部的“施加压⼒”。实际上，这⼀影响的实现过程，本身就是⼈类改造
世界这⼀宏⼤历史循环中不可或缺的内在环节。⼈类在通过直接性实践改造客观
物质世界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在重塑着⾃身的主观世界，从⽽在实践的底层逻
辑上，为间接性实践（即观念、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建构）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感性
材料与结构性模板。因此，这种决定的本质，既⾮某种超验的神秘⼒量，亦⾮可



以⽤复杂的数学函数 y = f(x)予以精确求解的机械因果，⽽是极具返璞归真⾊彩
的、⼈类改造世界的原初实践本身。
为了更透彻地把握这两种实践维度的共⽣与统摄关系，我们有必要对直接性

实践与间接性实践的内涵进⾏精确的边界界定。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此探讨的
直接性与间接性，绝⾮是在讨论活动主体与实践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媒介物——那
属于认识论中“直接实践与间接实践”的传统命题——我们所聚焦的，是这两种实
践活动与“⼈类社会存在”这⼀宏⼤命题之间的本质关联。
直接性实践的本体论路径是从物质到观念，其核⼼在于⼈类⾁身直接⾯对物

质世界，在能动的物质⽣产中产⽣最初的经验与意识；⽽间接性实践的路径则是
从观念到物质，它试图将已经形成的观念、制度与意识形态重新对象化、物质化
为社会运⾏的规章与秩序。在⼈类社会绵延不绝的发展进程中，直接性实践直接
决定着⼈类社会的“存在性”问题（即⼈类如何活下去、如何进⾏⾁身与族群的再
⽣产），⽽间接性实践则主要是通过在实践活动中反作⽤于直接性实践，来实现
对⼈类社会存在问题的间接性影响。
这就意味着，前者的根本使命在于直接、即时地解决⼈类社会“何以存在”的

⾁身⻔槛与物质基⽯，⽽后者则是通过调节、优化和组织前者，来间接地回应并
解决社会存在的维系与演进。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极⼒强调直接性实践决定着间
接性实践，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有机体中具有不可动摇的、根基性的决定地位。
这⼀决定关系的本质，是⽤⼈类社会的“存在性”统摄着⼈类社会的“进步性”。
在这⾥，我们需要对“存在性统摄进步性”这⼀核⼼逻辑展开更为深细的讨论。
所谓“存在性”，指的是社会有机体得以在物质上维系⾃身、避免消亡的底线

⽣存状态，它是直接性实践在社会本体层⾯的表现形式。⽽所谓的“进步性”，则
是⼈类在⽣存底线之上，通过制度创新、⽂化繁荣、政治博弈以及精神升华所展
现出的社会向上发展的趋向性，它是间接性实践在观念与社会结构层⾯的对象化
结晶。存在性之所以对进步性具有绝对的统摄作⽤，是因为任何关于“进步”的宏
⼤叙事与观念建构，都必须以社会“⾸先存在着”为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前提。
没有直接性实践对物质⽣活资料的持续⽣产，⼈类社会就会瞬间⾯临存在性

的崩溃，⼀切制度设计、法理争鸣与意识形态反思都将成为⽆源之⽔。进步性的
轨迹、速度与⾼度，从根本上受到存在性状况的深度规约。⼈如何⽣产性地改造
世界，以及在其中结成何种利益与⼒量的关系，直接决定了该社会中的劳动者与
统治者能够“想象”何种进步，能够以何种观念形态参与并组织实践。
正因为社会底线的“存在性”在本体论上天然地统摄着超越性的“进步性”，在

具体的实践维度中，旨在解决存在性问题的直接性实践，才必然在逻辑和功能上
统摄着旨在解决进步性问题的间接性实践。由此延伸⾄社会结构层⾯，作为实践
过程中所结成的⽣产性关系（经济基础），⾃然不可避免地统摄着在同⼀实践过
程中所结成的观念性关系（上层建筑）。
然⽽，这⼀论证路径在逻辑上可能会遭遇⼀个极具诱惑⼒的理论反诘。有⼈

或许会提出质疑：既然在先前的讨论中，我们⼀再声称⽣产性关系与观念性关系
是“同⼀时间发⽣、并⽆先后”的⼀体两⾯，那么，⼈类难道不是在最原初的实践
过程中才逐渐结成、并产⽣意识与观念的吗？⼈类最初意识的诞⽣，不正是因为
实践在时间上的“在先性”才得以可能的吗？这是否意味着，在时间维度上，⽣产
性的实践依然先于观念性的关系？
为了彻底消解这⼀逻辑悖论，我们必须严谨地拆解并区分两种截然不同的

“实践”概念。



传统庸俗学者⼝中的实践，往往被窄化为⼀种独⽴于观念、意识之外的、纯
粹机械性的物质活动。在那种机械论的图景中，⼈像动物⼀样进⾏⽆意识的物理
运动，随后才在脑海中“反射”出观念。然⽽，我们所强调的实践，是⼈类作为能
动主体改造世界的⽣命活动本身。这⼀本真意义上的实践，不仅包含着⾁身对物
质世界的物理改变，同样在⼀开始就包含着观念性关系的结成。
正如⻢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作的经典论断：“最蹩脚的建筑师从⼀开始就⽐

最灵巧的蜜蜂⾼明的地⽅，是他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的头脑中把
它建成了。”［15］“⽣产”这⼀概念，其本质就是⼈类有⽬的、有计划地改造⾃然、
创造物质⽣活资料的过程。这⾥的“有⽬的性”，在本体论上就已经宣告了：⼈类
的⽣产活动在诞⽣之初，就绝对⽆法脱离观念的参与⽽独⽴存在。⼈类在结成⽣
产关系去改造⾃然的那⼀瞬间，就已经在共同的社会意图与协作观念中结成了观
念性的关系。因此，这两者根本不是谁在物理时间上“先出场”、谁“后出场”的因
果递演，⽽是在同⼀个原初实践过程中，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两个共时性维度。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现实的、历史的社会分析中，我们极少会将“同⼀

历史瞬间”内的⽣产性关系与观念性关系放在静⽌的⽆菌室中进⾏共时性讨论。
当我们具体考察社会变迁时，我们往往⾯对的是历时性的演进过程：要么是“当
下的⽣产性关系与下⼀阶段观念性关系”之间的张⼒，要么是“当下的观念性关系
对上⼀阶段⽣产性关系”的规约与锁定。⽽我们前⽂讨论便是如此。
第四节 本能与谋略的历时博弈:上层建筑反作⽤的物质闭环
在我们重新讨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作为⼈类实践活动“⼀体两⾯”的共

⽣关系之后，我们必须进⼀步向历史的深处迈进，去具体讨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
础的“反作⽤”究竟是如何发⽣、如何传导的。⻓期以来，这⼀反作⽤的具体发⽣
机制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谱系中往往处于被悬置的状态，并未得到充分、展开式
的透彻讨论；⽽在后续的⼀系列教条主义、公式化的解读中，这种反作⽤甚⾄在
⽆形中被暗示、被歪曲为了⼀种脱离了物质根基的、神秘的精神⼒量在发挥作⽤，
仿佛观念可以直接凭空塑造、扭转客观的经济运⾏。
在本⼈早期的理论探索中，虽然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机制性缺失的严重

性，并尝试对其进⾏理论攻坚，但这⼀摸索的过程却充满了波折与思想的阵痛。
在《意识的宣⾔》⼀书中，为了将上层建筑的反作⽤牢牢锚定在物质与劳动的基
⽯上，本⼈曾尝试将上层建筑定义为⼀种“劳动⼒的潜能仓库”。［16］这⼀尝试的
宝贵之处在于，它已经直觉式地触及到了上层建筑的本质：上层建筑绝⾮缥缈的
幻影，它在本质上同样是⼀种经济活动、⼀种凝结了的经济⼒量。然⽽，由于彼
时未能清晰地界定“经济”的真实本体论定义，这⼀模型在试图解释上层建筑如何
具有经济⼒量、如何施加反作⽤时，却不得不退缩回去，将上层建筑视为⼀种经
济基础的“绝对附庸”，以此来勉强维系整个理论体系的⾃洽。
这种对“绝对附庸”的妥协，给潜能仓库模型带来了致命性的理论错误。它不

仅暴露出由于未能明确经济的真实定义（即⼈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本身），从
⽽导致理论在解释主动性时发⽣断裂，更使得当时已经认识到的、上层建筑所蕴
含的“经济性”，只能在空间地形学的阴影下委曲求求全。彼时的思想全然没有认
识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本身就是经济内部（即⼈类实践内部）⼀体两⾯的共
⽣关系，上层建筑并不需要通过向经济基础缴械投降、沦为绝对附庸来获得其经
济合法性。这种早期的波折，恰恰证明了跳出旧有数理物理模型、重新在实践本
体论上重构“经济”定义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那么，反作⽤的具体机制究竟如何在我们重构的“实践”视域中运转呢？为了



揭示这⼀动态机制，让我们先回到前叙的⼀部作品《当本能拥有了谋略—⼈格化
的资本》之中。在这部关于资本⼈格化与政治意志的考察中，我们曾提出过⼀种
独特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定点论”，其核⼼命题在于：定点唯⼀，路
径多元。所谓的“定点唯⼀”，是指由不以⼈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量⾃身规律所
决定的历史节点；⽽“路径多元”，则揭示了通往这些定点的历时性过程是充满变
数、抉择与摆动的。在剖析路径何以呈现多元态势时，我们论证了⼀项关键的推
动机制：盲⽬的、以增殖或⽣存本能为导向的“经济⼒量”，与⾃觉的、有意志有
⽬的的“政治实体”之间的⽃争与博弈，决定了历史航线的⾮唯⼀性。［17］
然⽽，当我们站在更为⼴阔的实践本体论⾼度重新审视这⼀博弈模型时，我

们必须对上层建筑的内涵进⾏更为严密和完整的界定。上层建筑绝不仅仅等同于
“政治实体”本身，政治实体（如国家、政党、法庭等暴⼒与组织机构）仅仅是上
层建筑在社会政治层⾯最为凝聚、最具组织化特征的⼀个显性表现。在政治实体
的背后、周围并渗透于其中的，是⼀个更为庞⼤、弥散且具有深层塑造⼒的“意
识形态”矩阵，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法权秩序、话语体系与⽂化范式。
意识形态不是虚⽆缥缈的观念云雾，它是⼈类主体在具体历史处境中定位⾃

身、理解⾃身与真实⽣存条件关系的“认知图式”。如果说经济⼒量代表着⽣产性
关系中盲⽬的、⾮⾃觉的“本能”，那么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实体为主体的上层建筑，
则代表着⼈类在实践中试图驾驭、调节这⼀本能的“谋略”。意识形态在这⾥扮演
着传导和转化的中介⻆⾊：它将经济基础中由于⽣产性关系紧张⽽产⽣的盲⽬阵
痛、阶级张⼒与利益博弈，翻译并重塑为特定的社会共识、法理争鸣、价值准则
与审美标准；进⽽，这些被意识形态化了的诉求，通过政治实体这⼀组织化、建
制化的⼯具，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政策、法律条⽂与社会规制。
因此，反作⽤的真实传导链条，绝⾮⼀个完成了的、僵死的上层建筑以机械

因果律（如物理式的⼒学碰撞）单向地强加于对应的经济基础之上，⽽是在经济
基础（作为⽣产性关系的承载）与上层建筑（作为意识形态与政治实体的动态⽹
络）彼此激烈的、活⽣⽣的相互博弈中展开的。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博弈⽃
争绝对不意味着只有你死我活的简单对⽴，在具体的历史展开中，它同样包含着
双⽅的合作、吸纳、退让与妥协。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当经济基础中盲⽬的资本增殖本能或⽣存本能过

度扩张，导致社会⾯临崩溃的底线危机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便会做出反
应，调整其叙事框架与法权评价体系。随后，政治实体通过法律⼲预、福利国家
建设或制度化改良等⼿段，在维护总体⽣产性关系的前提下强制性地设定边界。
这种机制本质上是⼀种“战略性让步”或“选择性妥协”：上层建筑并⾮凭空消灭了
经济基础的本能规律，⽽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合理化阐释与政治实体的规范约束，
为盲⽬的经济⼒量修建了宣泄的河道。
在这种博弈、妥协与合作交织的动态过程中，上层建筑的反作⽤完成了其物

质性的闭环：被政治实体和意识形态重构的制度边界，反过来逼迫并限定了下⼀
阶段经济基础的运⾏⽅式，推动并逼迫着⽣产性关系（经济基础）进⾏⾃身的更
新与升维（例如，福利制度与⼋⼩时⼯作制这种上层建筑的建制化妥协，反过来
逼迫资本必须减轻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转向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升级来获取相
对剩余价值，从⽽推动了⽣产⼒的⻜跃与经济基础的全⾯更新）。
这⼀宏⼤过程的本质，就是历史的“⾃然前进”本身。正是这种政治实体与经

济⼒量、意识形态⽹络与⽣产性关系在⼈类实践过程中的不断撞击与辩证妥协，
成为了拉动历史⻮轮运转的内燃机。因此，反作⽤绝⾮⼀种冰冷、单向且⼲瘪的



物理⼒学碰撞，⽽是⼀种鲜活的、具身于⼈类具体实践活动之中、通过意识形态
的转化与政治实体的博弈、在⽆数次⽃争与妥协的历时性中不断推动着历史进展
的重要⼀环。
因此，不存在上层建筑的单向反作⽤，存在的只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在互

相博弈⽃争的过程中推动历史的发展，⽽历史的发展带动了经济基础的更新，这
才是反作⽤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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